


歧义与多义

———清末“排满”立论与接受的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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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最初十余年的“排满”是一个理念和事实互相绕缠、真相与幻象彼此交错的“以思想来造社会”的过

程。排满立论的两大支柱———“夷夏之辨”和“东西洋学理”中充斥着歧义与多义，以致清末排满言论有着许多内在的紧张

与复杂的层次; 同时排满言论通过报刊及明末遗献等被大量阅读，但其阅读与接受的情形却绝非后设的“革命与改良”之争

那样简单。看读者一方对“排满”言论多种多样的即时感受与评判，呈现出的历史面相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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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满”是 20 世纪初中国一个显著的历史现象，因其与辛亥革命联系紧密，又加之“新清史”的

推波助澜，研究成果非常多。① 相对而言，以往论者多注意“排满”思想的兴起、传播和其对革命的巨

大推动作用，但至今仍值得再讨论的是，“排满论”一度甚嚣尘上，为何在革命之后消失得如此之快?

这当然和革命后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联，但亦因“排满”是一场理念与事实互相绕缠、真相与幻象彼

此交错的“以思想来造社会”的运动。对此不论是赞同“排满”还是否定“排满”之人都有相似的认

知。常乃惪即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到百日，清朝就终于亡了。这就是文化运动与思想革命

的真力量的表现。”②陈独秀批评排满是“不拿住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专以煽动感情为唯一工

具———感情是一件浮动不能固定的东西，把革命运动建立在浮动不能固定的条件上面，哪有不失败

之理!”③

辛亥革命是否“失败”自有可讨论之处，但以上所谓文化与思想的“真力量”和感情的“浮动不

能固定”说的其实都是排满“似真亦幻”的某一面相，这一特点导致了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中充

斥着许多“不可究诘的多义与歧义”，④而这些“不可究诘的歧义与多义”则必须在“夷夏之辨”和“东

西洋学理”这两个排满立论的大支柱中做仔细考察。除此之外，本文亦将尝试通过排满报刊及明末

遗献的阅读来讨论排满言论被接受的历史。因此本文将围绕三个主要问题而展开:

第一，作为排满立论发源的“夷夏之辨”，其多重歧义在历史的演进中如何产生与嬗变? 歧义重

重的“夷夏之辨”在清末排满言说的理路中形成了哪些论述上的内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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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于作为排满立论重要资源的“东西洋学理”，时人基于古今、中西、新旧作出的不同解读

有哪些? 这些解读如何生成了排满立论中的矛盾性与多层次性?

第三，时人阅读反满报刊及明末遗献后，其即时感受和评判的多样性表现在哪里? 相较后设的

“革命与改良”之争，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该如何描绘?

以下先从排满立论的古老源头“夷夏之辨”谈起。

一 夷夏之辨的歧义

排满立论的两大支柱之一是至少从春秋时代就开始谈的“夷夏之辨”。作为中国传统中极其重

要又特别复杂的一个概念，“夷夏之辨”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不断产生和嬗变出各种歧义。概要来

说夷夏之辨的多重歧义主要有:

第一，从“夷夏之辨”产生的源头看，具有多面混成的特点。谈“夷夏”自然不乏严中国、诸夏与

夷狄之防的种族色彩，极端如王夫之会说“天下之大防二: 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① 但另一方

面正像韩愈所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② “夷夏之辨”亦以文化为尺度，使得

中国、诸夏与夷狄间存在着可转化的开放性，所谓“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③

“夷夏之辨”多元混成的特点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两宋之时，汉人曾

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异族”长时期艰苦地对峙作战，最后不免王朝倾覆、社稷崩塌，不少读书

人作为难民和遗民咀嚼着亡国惨痛。在此背景下“夷夏之辨”的文化弹性减弱了许多，很多读书人

都非常强调夷夏间的不可沟通与不可转化，蒙文通就指出“胡安国《春秋传》大攘夷，则就南宋形势

言之”。④

不过在“夷夏大防”被强调的同时，宋代的“忠君”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萧启庆认为，“古代

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尽忠的义务。两宋时代起，此一相对忠君观为绝对忠君观所取代……君

臣关系一经形成，永不可变，即使朝代变革，亦不可改事他主”。⑤ 由此当“夷夏之辨”与“绝对忠君

观”遭遇时，情形就变得相当复杂，这就出现了“夷夏之辨”的第二个歧义: 若王朝为汉人君主，则夷

夏与忠君或可得对立统一，王夫之在说“夷夏大防”时，同时在说“君臣之义，生于性者也，性不随物

以迁”。⑥ 若王朝为异族君主，则视乎其实际统治的方式与统治的时间，倘统治日久且不“大失道”
则忠君观念一般仍能占据上风。⑦ 方孝孺就曾很形象地描述过自宋到元“夷夏之辨渐淡”的过程; ⑧

倾心于民族大义的钱穆亦曾为明初诸臣对于元朝已亡、新朝已兴“茫然不知，漠然无动”，“毋宁以

名列元史，归案元儒为得其素怀”的现象困惑过。⑨

相较元朝，清朝既有相似之处———王朝统治者为异族君主，但亦有迥异之别。这种差别形成了

“夷夏之辨”的第三个歧义: 不同异族王朝造就的夷夏间矛盾之深浅亦不相同，进而会影响此朝与彼

朝读书人谈论“夷夏之辨”和普通人接受“夷夏之辨”时史实基础的厚薄。
清朝入关进而统一全国的过程当然血污累累，尸横遍野。但就时间和规模而言，与两宋之际和

宋元之际夷夏间结下“经年血仇”的故事尚有区别。而且清廷从立国之初就设立体制令满汉分处，

各安其生业。这种满汉分处的态势从长程来看或有利于清王朝的整体控制，但对满人个体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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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因年久生齿日多，饷额却一直固定而弊端丛生，这从清末的满人生计问题就可见一斑; 而对汉

人而言，因满汉隔离令“上等社会每误于教忠之言，而下等社会则并不知主其国者为何种人”。①

更吊诡的是在反满最激烈的时期，满人的整体情况恰是皇室不振、官员式微、民人颓唐。这显

然不能与有元一朝“屠杀凶残惨烈，统治昏愚淫暴”，且不能“用夏贵儒”，导致“无地非狄，若将不可

复易者”的情形画上等号。②

由以上三点出发，清末的排满立论若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推演会在三个层面上遭遇困境:

第一层困境在夷夏之辨的文化性解释上。廖平在光绪二十九年曾针对《新中国》《浙江潮》等

诸种持排满立场的刊物，反击说其“丧心狂病，设为迷局，蛊惑少年”，究其根底是“不知《春秋》之

义”! 按照廖氏的看法，若推及《春秋》，“今之川、湘、江苏皆为夷狄，尧舜以前，中国皆夷狄，今则亚

洲皆中国。《春秋》入中国则中国之，将来大统，亦皆为中国”。③

梁启超也认为:“自汉以后，支那之所以渐进于文明，成为优种人者，则以诸种之相合也。惟其

相合，故能并存，就今日观之，谁能于支那四百兆人中，而别其孰为秦之戎，孰为楚之蛮也? 孰为巴

之羌，滇之夷也?”④

这些认同“夷狄”可转化为“中国”( 华夏) 的言论均说明“夷夏之辨”的文化尺度在宋以后虽被

压抑，却仍是读书人心中认识判别何为“中国”的一个基本尺度。即使是反满人士对清廷欲凭借文

化而入“中国”的史实亦无法否认，只不过他们基本是将这些史实矮化乃至丑化为清廷统治的诈术

与骗局而已。杨毓麟为论证湖南人的“汉人种性”时就提出:

满洲人知汉种之可以饵也，无端以无足轻重之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粪而壅之，无端以谬

为恭敬之孔教，虚加崇奖之朱学藩而垣之，扶而植之，君臣之义，如日中天，而盗据神器，虔刘华

夏之穷凶极恶，则遂无人敢目忤而唇反。⑤

第二个困境则在并未完全消逝的“君臣大义”。异族君主入主使得“君臣大义”与“夷夏之辨”
间构成一种紧张关系，“处于异族羁绊之下，是当主忠君乎? 抑当主攘夷乎”? 这是一个反满不得不

面对的重要问题。⑥ 若回诸历史过程，清朝自然是异族入主中国，但从儒家最重要的伦常纲纪而言，

其已然君临天下。并且它将疆域拓展至了古之无匹的范围，同时统治时间也足够长久，大大超过元

朝，所谓“综观往古戎夏交捽之事，侵入者不过半壁，全制者不逾百年……满洲之在中国，疆域已一

统矣，载祀已三百矣”。⑦ 因此相较于元朝，清代的种族之辨更可能被君臣之义压倒:

自外族迭主中国，而种族之辨遂为君臣之义所消灭。以为君臣之位一定，则无论是何种

族，戴之则为顺，逆之则为叛也。雍正间刊《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亦主张是说，故有谓明太祖

为元之叛民者。二百年来，释然相忘久矣。⑧

当然“释然相忘”再久，当时代走到了被欧风美雨浸染过的 20 世纪初，一部分趋新读书人仍是

取得了来自泰西的思想资源，以纾解之前一直要面对的“君臣大义”的压力。梁启超等好用的“奴

隶根性”一词直接揭示了千余年来君臣间“大经大法”式的自然关系在他们的言论中已渐变为所谓

专制统治者与奴隶间的压迫关系。但这套新的思想资源若推其原始，基本与“排满”论和革命党关

系不大，而是梁启超等用民权、平等、立宪等来自泰西的学说分离了历来被视为一体的朝廷、皇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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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因此有批驳排满的文章才会说:“所谓排满者，盖游学日本之诸生徒，摭拾康梁唾余!”①

不过需要注意，即使如此，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清末依然有相当数量的读书人对“君臣大义”
有相当的秉持与坚守。1901 年《申报》上一篇文章就会理直气壮地说:

我皇上亦满人也，将排满人而并及我皇上乎? 则不特食毛践土，久受朝廷豢养之恩，即我

祖、我宗亦无一非圣清之赤子，涵濡闿泽历二百数十年。一旦谋叛朝廷，作乱犯上，是蔑祖也，

是无君也。②

又有像李滋然等作《明夷待访录纠缪》( 1909 年出版) 这类书来批评梁启超和革命党人都特别

喜欢引用的黄宗羲“非君”的观点，指出: “目人君为代表，视皇王若雇工逆说也”; 臣事君“如人载

天，仁暴不易其人”; 若“而天下竟无一君，尚复成何世界”。③ 1911 年张之洞幕府的重要人物梁鼎芬

在家祠中办图书馆，向广州各学堂学生开放，在章程中他仍不忘告诫来看书的生徒: “所谓君臣之

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④到辛亥革命起，江苏巡抚程德全和其满堂幕僚均借“顺应潮流”之名欲树

帜独立时，幕僚成多禄上书痛陈:

公则素以公忠自矢，乃为应道镌级一事，饮恨于心。以一芥之小嫌，失君臣之大体，古之所

谓社稷臣者，固宜如是乎? 夫人生大节首在君亲，根本既倾，枝叶难附。说者动谓以身救国，保

境安民，是何异寡妇改节，而谓藉夫养子者。⑤

这样的劝诫和譬喻已不能仅仅用保守读书人的愚忠与冬烘来解释，它更反映出在一个政治、文
化秩序大变动的时代里，对坚持“君臣大义”的读书人而言，或许重点已不在接近消亡的实际君臣关

系，而在作为自我期许的人之为人的大节与大义。在清遗民所写的《元八百遗民诗咏》一书的序言

中就指出:“自后世种族之说兴，靦颜两姓者得以自遂其趋避之私。学术不昌，四维灭亡，岂知君臣

之分，无所逃于天地!”⑥这种借新的价值系统来“自遂其趋避之私”的现象，日后陈寅恪有更深刻的

阐发。⑦

第三层困境相较“夷夏之辨”的文化性解释和“君臣大义”的困境更加深刻，由于清代相对缺少

夷夏间“经年血仇”和政府残暴统治的历史资源，所以持“排满论”者对清朝历史的构建与不少读书

人的历史记忆和实际经历间经常不相凿枘。一般来说排满革命党人可用的历史资源主要可分为五

大宗: 文字狱和强制汉人辫发胡服两宗基本无太多异议，可是另三宗则因为历史记忆的差异和各种

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留下不少可继续讨论的余地。
第一宗是清入关后尤其是平定江南时制造的屠戮惨祸，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都是当时鼓吹

“反满”时必然要提到的大惨事，这些历史记忆在道光年间即通过《荆陀逸史》《明季稗史汇编》等丛

书的出版而重新被唤起。⑧ 之后则在清末特殊的救亡图存的时局下震动到一部分趋新的读书人。
但那些被震动的新学少年对此实并无太多底气。

首先，这些事件的真伪在他们内部就存在分歧。章士钊即指出，“排满文字，类揭橥扬州十日，

嘉定屠城二事，以声讨满洲之罪。邹容尤过甚其词，以张挞伐”，对此( 章) 太炎曾手录日人永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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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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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排满党驳议》，《申报》1901 年 12 月 28 日，第 1 版。这种将康、梁，尤其是梁启超视为“革命”中人实为时人一较普遍的认

知。而《申报》这样说大概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一文有些关系。在这篇文章里梁氏既像在为革命即将发生而忧心忡忡，

同时却又似在为如何起“排满”革命指明道路，非常暧昧。见梁启超: 《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清议报》影印本( 一) ，第 11
页。

《排满党驳议》，《申报》1901 年 12 月 28 日，第 1 版。
李滋然:《明夷待访录纠缪》，孙卫华注解《明夷待访录校释》，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120 页。
梁鼎芬:《梁祠图书馆章程》，杨静安辑《节庵先生遗稿》，香港自印本，1962 年，第 93 页。
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28 页。
张其淦:《元八百遗民诗咏》，周俊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 71 种，明文书局 1991 年版，第 11 页。
陈寅恪:《艳诗及悼亡诗》，《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82 页。
参见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王汎森: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

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13 年版，第 611—612 页。



所著《读扬州十日记》一文，自为商榷。①

其次，反满人士在充分发掘那些明末清初的亡国惨史后，他们发现清朝入关已数百年，遗民也

好、志士也罢，往往“姓名湮没，事功废弃，为吾人所不知者，不知其几何人也”。② 由此新学少年们的

“鼓吹革命之言”，经常“多使史迹强附宗旨，偶见为然则然之，见为不然则不然之”，而且“前后不相

蒙，还以自攻而不恤”。③

第二宗则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时诸多惨杀屠戮的骇人事迹深刻而长久地留在了读书人

尤其是江南、湖南等被荼毒甚深地区的读书人的历史记忆之中，从清末到民国的不少材料中都有所

提及，而以往研究对此并未加以足够的重视。像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就提到:

洪杨之举事，虽能震荡天下，实龌龊无远略，其用兵殆如儿戏，而其掳掠焚杀之惨，几几不

减于前明闯、献之所为者。自粤来围湖南时，吾乡实受其荼毒，至今父老言之心悸。④

1912 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的《中等新论说文范》则说:“洪杨固革命健儿，而恣行屠戮，似相

猜忌，实不出盗贼伎俩。爱国英雄，民胞物舆，何必祖述洪杨，反滋吾民疑窦，特揭而出之，足为爱国

者作一殷鉴。”⑤到 1922 年，《奉贤县乡土志》中说洪杨是“清咸丰时候，洪秀全、杨秀清等有兴复汉

室的志愿，定都金陵，差遣他们的同党，到奉贤克复县城，守住南桥; 但他们的同党都很贪暴，见洪秀

全被清兵打败，就到处杀人放火，失了人心，所以不久就衰败了”。⑥

至 20 世纪 30 年代，国民政府虽然动用国家力量供奉洪杨为革命先声，顶礼膜拜，但在社会大

众的心中，他们的看法好像经常与政府不一致。戏剧史家徐慕云就发现:

盛行全国之《铁公鸡》一剧，原系亡清时代，侮辱革命先进洪秀全、石达开等之武剧。不期

于今日革命业经告成时，犹不加以制止或纠正，而一任不学之伶人，肆意唐突先烈。在扮演者

固加意描摹清室盛德，向( 荣) 、张( 嘉祥) 忠勇，以及铁金翅等之野蛮横暴，行同流寇。即一般

低级民众观之，亦无不以捻匪、发匪、长毛诸名称，加于今日革命史上所极端推崇之诸革命先烈

之身也。⑦

徐氏的观察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 1933 年出版的《嘉定乡土志》中仍旧写道:“( 太平军) 军

法不严，兵士没有纪律，沿路焚掠，所以全邑的人民，都纷纷逃到上海去了。”⑧

第三宗则是清朝的实际统治状况。这里形成的一个吊诡情形是，反满人士愈挖掘打捞清廷统

治“失道”的诸多事迹，他们可能愈发现清朝皇帝虽为“夷狄”，却并未“大失道”，反而似颇能行“中

国”之道。蔡元培在其亲自挑选的学生读本《文变》中不少文章都指向排满，但却仍有“爱新觉罗氏

之君临支那已二百余年，虽无深仁厚泽深入民心，然亦不闻绝大之失政焉”这样的文字。⑨

而以“排满”著名的南社中人，革命后惨死于“旧官僚”之手，引来柳亚子为其鸣冤的阮式在其

《翰轩丛话》中夸赞康熙说:

当仁皇帝时，入关才几何年，而即孜孜矻矻如此，其勤且精，故其于天地人几无一物不知，

所以能牢笼汉族，而奇渥温氏( 按忽必烈) 决不足以望其项背也，呜呼! 其偶然乎!”瑏瑠

这样的言论若与谭嗣同笔下“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的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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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疏黄帝魂》，《章士钊全集》第 8 卷，文汇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9 页。
阮式:《翰轩丛话》，周实:《无尽庵遗集》( 外一种) ，朱德慈校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8 页。
章士钊:《疏黄帝魂》，《章士钊全集》第 8 卷，第 224 页。
杨毓麟:《新湖南》，饶怀民编《杨毓麟集》，第 36 页。
蔡郕编《中等新论说文范》第一册，上海会文堂粹记 1912 年版，第 12b 页。
朱醒华、胡家骥编《奉贤县乡土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奉贤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24、725 页。
徐慕云:《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3 页。
匡尔济编《嘉定乡土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069 页。
深山虎太郎:《培根论》，蔡元培编《文变》，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八年代印，卷上，第 3a 页。
阮式:《翰轩丛话》，周实:《无尽庵遗集》( 外一种) ，第 277 页。



看法相比较，①足见有一些排满人士内心深处对清廷统治评断的多歧性。至于尤为人所乐道的“满

汉差异”尤其是入仕机会的差异问题，也不乏时人基于其所见之史实而提出的意见，至少可说明满

汉差异并非如想象中那么巨大。②

二 东西洋学理的多义

1906 年 7 月 25 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先谈自己读蒋氏《东华录》等书后“民族思想

渐渐发达”，又说“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③ 对于太炎谈“东西

洋学理”的这段话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④但笔者仍觉得对于“东西洋学理”之多义的讨论

仍似有意犹未尽之处。
一方面对于“东西洋学理”，当时的理解却不只有一个，每个读书人都会因自己所处的中西新旧

的位置的不同而有多样、暧昧和游移不定的理解。其突出表现在清末人种新知引入后产生的“如何

区分种族”这一问题上。面对“种族”这个硕大无朋、无远弗届的“东西洋学理”，读书人的理解之多

义和言说之困难实在非常多。
首先，当时“种族”论的基石性叙述是以白、黄、红、棕、黑等肤色区分人种，进而基于进化之公理

以作“种战”。这是清末革命派和非革命派都一致信从的“学理基础”。这里的“多义”在于: 黄种究

竟包括满人，还是不包括满人? 一般来说黄种不包括满人之说笔者尚未见，但如何“包括”满人却形

成了三种意见:

一是有些读书人为反击排满，直接以黄种包罩满人，而不言其他。1902 年美洲一华侨上书言事

就说:“今满汉也，皆黄种也，同一民族也。”⑤1907 年亦有人说“满洲、蒙古、汉人，皆属亚洲黄种”。⑥

二是包括满人，但论述之间表现出要以汉人为中心，建构民族，即梁启超所谓“此大民族必以汉

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必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争者也”。⑦

三是以往我们较为熟悉的: 包括满人，但必须“剖清汉种与满种”。需要注意的是在“剖清汉种

与满种”的推理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甚吊诡的历史现象: 一个现象是做“剖清汉种与满种”工作的不

仅仅是持排满论的革命党人，在庚子之前，源远流长的“内中国十八省”意识已隐然将满种与汉种做

出了区分，只不过是未用“满种”一词。庚子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曾清楚地表示过汉种与满

种不同。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就专门有《人种》一节。该节主要参考日人桑原骘藏《中等东洋

史》而成，属于“东洋学理”。⑧ 其中特别指出:“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 对于苗、图
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⑨

另一个现象则是究竟谁是“汉种”同类实各说各话，众说纷纭。诸家虽基本都不引“满种”为同

道，但不少却能容纳日本等显而易见的“异族”。其包容性之大恐怕都已超出当时日人的想象范围。
像桑原骘藏将亚细亚种人判分为两大种: 中国人种( 汉族、西藏族、中国交趾族) 和西伯利亚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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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润国选注《仁学———谭嗣同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1 页。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册，第 221 页。桑原骘藏:

《东洋史说苑》，《桑原骘藏全集》第 1 卷，岩波书店 1968 年版，第 18 页。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册，第 269 页。
可参看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第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李泽厚:《章太炎剖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388—428 页; 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叶恩:《上振贝子书》，《新民丛报》第 15 号，光绪二十八年 8 月 1 日，119 页。
《举人董芳三条陈为辟排满说并陈和种三策以弭离间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

书局 1979 年版，第 931 页。
中国之新民:《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38、39 号合期，光绪二十九年 8 月 14 日，，第 33 页。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1882—194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8—161 页。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夏晓虹、陆胤校《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新史学》，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73 页。



( 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土耳古族) 。① 但深受其影响的梁启超对人种的划分却与桑原骘藏大相

径庭，《新史学》中表述的黄种三大类中的甲类直接是“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暹罗人及其他亚细

亚东部之人”。②

邹容在《革命军》中将黄种分为中国人种与西伯利亚人种，西伯利亚人种包括蒙古族和土耳其

族等，这些大概都是源自桑原骘藏、再转手于梁启超的分类方式。③ 但接下来会发现邹容与桑原骘

藏的最大差异在于: 日本人、朝鲜人等均被置于中国人种之列。④

当然也有不把中日等混为一谈的，像《共进会宣言书》就云:“这世界上的人，种族是不同的，分

成黄、白、红、黑各种颜色的种，我们就是黄种。但这黄种中间又分了几样，就是汉种、满种、日本种、
朝鲜种等类了。”⑤

其次，有些读书人尽管认同“种族”学理，却跳出了较具有普遍性的“肤色”和“洲界”的分类标

准，而另有一套自创的分类标准，刘师培曾说“欧洲人分五洲民族为五种，一为洲界为分，一以肤色

为别。此固至确之说”，但他自己又提出另一套分类法即“以世界及肤色区民族可分为五”，但“以

性质区民族可分为三”，一是温带民族，二是寒带民族，三是热带民族。汉族为温带民族，“盖世界上

最优之民族，文物声明为地球各国冠”。而且“今者寒带、热带之地皆为温带民族所并，其以寒带民

族治温带土地者，仅仅满洲治中国，土耳其治东罗马而已”。⑥ 此外还有以头发为标准来作为分类依

据的。⑦

最后，还有一些读书人以无政府主义、汉人西来，苗人原住等另一些“东西洋学理”来衡量品评

“种族”这一“东西洋学理”，令“排满”亦或“保满”均在另一套“公理”的考量下失去其意义。刘师

培就本着无政府主义学理点评过“排满”的种种不足之处。⑧ 亦有人在《天义报》上据“汉人西来，苗

人原住”的“学理”发文说:“彼满人，固当驱逐，即我汉人，亦当返居帕米尔西境，以返中国于苗民，

岂得谓中土统治权，当为汉人所独握。故知民族主义，乃不合公理之最甚者也。⑨

另一方面，在同一学理的不同表述和理解之外，当时接受的“东西洋学理”不是一个而是好多

个，其间孰取孰弃，谁为主要、谁为支流都值得重新考察。前文提到的杨毓麟以反满而著称，但他和

刘师培一样也有写给满洲大员端方的密信，其中杨氏对满汉问题的态度极可引起注意。他说: “满

汉、种界乃历史事情之一节耳。过此以往，终必有浑融之一日。岂独满汉而已，即黄、白、棕、黑，亦

必终有浑融之一日。”瑏瑠这段话充分揭示了因“东西洋学理”输入，再与中国传统因素相结合后的“排

满”论述的复杂性，即他们“是用前人的腔调，穿着古代服装，参加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瑏瑡

清末的“排满”自有“满汉分际”( 夷夏区隔) 甚至“杀尽满人”( 灭夷兴夏) 的言说理路，其带有

强烈的种族色彩自不必多言。不过这套论述并非只有种族之一面，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而言，谈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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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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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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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瑏瑠

瑏瑡

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桑原骘藏全集》第 4 卷，岩波书店 1968 年版，第 23 页。
梁启超:《新史学》，夏晓虹、陆胤校《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新史学》，第 100 页。
参见唐文权:《关于〈革命军〉的借资移植问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06—518

页。
邹容:《革命军》，张梅编注《邹容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7 页。
《共进会宣言书》，庄建平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 7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 页。
刘师培:《光汉室丛谈———五州民族之性质》，《历史文献》第 17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14 页。
余謇辑:《地理略说》，江西法政学堂讲义，宣统年间铅印本，第 11—12 页，转引自孙江:《肤色的等级———近代中日教科书

里的人种叙述》，汪晖、王中忱主编《区域: 亚洲研究论丛》第 1 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3 页。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新世纪》录《天义报》，第 22 号，1907 年 11 月 16 日，第 4 页。
志达:《保满与排满》，《天义报》第 3 期，张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916 页。
杨仁安( 毓麟) 致端方，《端方档》，两江总督时各方来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孔祥吉、郑匡民: 《英伦蹈海烈士

之真史———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王晓秋主编《辛亥革命与世界: 北京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60 页。
刘大年:《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 319 页。



分际，常常会与建设新国家、塑造强国民联系在一起，这即是“排满”论述的第二层面———“国家

( 民) 主义”之一面。
1903 年蔡元培在《释仇满》一文中已指出: “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

争。”①章士钊则在《读革命军》中提出:“仅仅以仇满为目的，而不灌输以国民主义，则风潮所及，将

使人人有自命秦政、朱元璋之志。”②正是在这种“政略之争”的推动和“国民主义”的鼓噪下，四川学

生郭沫若会认为“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

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③ 1920 年刘文典回忆往事时也说，当时以为“中国

贫弱到这样( 其实那时候的国势比现在强得多) ，全怪那些满洲人作祟，若是把满洲人杀尽了，国家

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政治自然也清明了，生计自然也充裕了，内忧外患自然都没有了”。④ 正是有

这些将国家的强大与排满直接关连的想法，所以鲁迅才会说清末的“老新党”们“因为要给中国图

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⑤

再向前推进一步，因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在清末民初的读书人心中一分为二，一个对应于

国家观念，另一个则对应于“世界”观念，⑥因此所谓“排满”论述的丰富性在种族和国家之外还会有

第三个层面———世界主义之一面。
中国传统时代读书人希望能以教化的方式统合天下，而甲午之后尽管屡挫于东西洋列强，但读

书人心中却依然不乏统合天下的雄心。1905 年有读书人就说:“我不乐闻他国之侵略我，我尤不乐

闻他国之保全我。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⑦这句话透露的正是“士以天下为己任”心

态的延绵不绝。同时读书人亦保持着对世界上其他受东西洋列强欺凌侮辱国家的关注与关切，遂

使得排满“尽管带有种族色彩，其最终针对的，主要仍是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⑧ 而中国人引为

“同种”的除了菲律宾人、越南人和朝鲜人这样的近邻外，甚至包括了许多遥远的民族，诸如波兰人、
南非人、土耳其人、古巴人、印度人和夏威夷人。⑨

不过要应对以“金铁”为凭恃、以“霸蛮”为态度的东西洋列强，要使“天下”仍能成为“自家”，

或使天下弱小国家都不再受欺忍辱，在时人看来已基本不可能再通过平和无进攻性的“教化”为方

式，而不得不转变为亟亟乎富国强兵来“竞雄称霸”于世界的方式。因此“排满”革命即成富国强兵

后“竞雄称霸”世界的步骤之一。同时又基于想象中光明未来所开启的美好愿景，遂使得不少读书

人做起了关于日后中国人统合整个世界的“好梦”。
像邹容在《革命军》中就强调中国本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如

果没有满洲人的羁缚，“英吉利也，俄罗斯也，德意志也，法兰西也，今日之张牙舞爪以蚕食瓜分于我

者，亦将迸息敛气以惮我之威权，惕我之势力”! 而印度、波兰，埃及、土耳其等国，“亡之、灭之者不

在英俄诸国，而在我中国”。瑏瑠

刘师培则对“醒后之中国”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做过一番畅想: 其版图“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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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释仇满》，张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 678 页。
章士钊:《读革命军》，张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 684 页。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03 页。
刘文典:《我的思想变迁史》，原载《新中国》1920 年第 2 卷第 5 号，《东方西方———刘文典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版，第 97 页。
鲁迅:《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鲁迅全集》第 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3 页。
罗志田:《天下与世界: 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

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 页。
《世界将来大势论》，《南浔通俗报》十六、十七期合册( 乙巳年五月望日) 。
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与反思》，《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修订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9 页。
柯瑞佳( Rebecca E. Karl) :《创造亚洲: 20 世纪初世界中的中国》，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 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5—116 页。
邹容:《革命军》，张梅编注《邹容集》，第 29 页。



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

美最后亡”。人口接近 7 亿，“中国人之宗主地球，岂不易哉”! 陆军“战必胜，攻必克”，实业“世界

极盛之英、德、美不足与比也”等等不一而足。①

《江苏》杂志中亦有《大阪怀徐福》诗云: “员峤蓬台觅地新，实行政策殖黄民。由来不少哥仑

布，兹是神州第一人。”②

到辛亥基本功成前后，在报章和时人的日常之作里这类“执牛耳于东亚”，“俯视世界”乃至“称

霸全球”式的论述更多。从报章论，南社中人包天笑在给《时报》写评论时虽以“人心思汉，天意灭

胡”等“排满”套语开篇，但最后要归结到“看我新民国一跃而为地球第一等国也”。③ 在杭州出版的

《汉民日报》发表的“革命祝词”中亦有各类投稿会先说“胡酋强暴诉无门，黑雾满天大地昏。嘉定

三屠冤莫白，扬州十日记犹存”等等，不过写到收尾处要么说“举动文明欧美慑，中华民国奠金瓯”，

要么是“从此寰球腾美誉，飞扬云起大王风”，足见报章文体已形成从“排满”到“报捷全球”、“声震

五洲”论说的模式与套路。④

还有时人已不囿于内陆十八省的“走向共和”，而是认为“汉室复兴，方将并蒙古，包新疆，合西

藏、青海而建设一共和大国。与美利坚联邦政府相提携于太平洋之上”，因此东三省绝不能让于清

廷，因为“白山黑水，衣冠制度，久为我大汉民族之殖民新地”也。⑤

以时人的日常之作论，郭沫若在 1912 年春节时就写过相当多的联语来歌颂革命，其中一联云:

“实行黑铁主义，可保平和; 世道尽强权，问欧洲十九世纪之神圣同盟，究有若何成绩在。竟有黄种

新书，殊堪快慰; 同胞齐努力，愿汉家四百兆数之文明上族，演出这般事业来。”此联已可说是“豪气

干云”。另一联则更为夸张，竟出现“国势未可量也，何难郡县西欧城美澳，统地球员幅，尽入版图”
这样的句子。⑥ 茅盾学堂作文里亦有与郭沫若相似的句子，其洋洋洒洒写到“睡狮既醒，群龙势危，

加以土广人众，物美气和，将席卷欧美，雄视全球”，他的阅卷座师则应和批语云“西人闻之，当为破

胆”! 可谓师生同心，梦想一致，足可见时人心态之一斑。⑦

三 排满报刊及明末遗献的阅读

在初步梳理了排满立论的歧义与多义之后，笔者将对排满报刊及明末遗献的实际阅读作一些

讨论。这是因为既有研究多注重排满报刊本身，而较为忽视这些报刊和遗献的阅读和接受的情形。
王汎森在讨论明末遗献和反满之间的关系时就指出: “即使读的是同样的文献，也可能出现完全不

同的结果。”⑧这一洞见提醒或有必要重新思考排满报刊及明末遗献被阅读的复杂性，简单地说以下

几点应值得注意:

第一，或许不能从后设的从改良到革命的线性方式来考察排满报刊的阅读和排满言论的接受。
在许多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屡屡见到的是: 某位读书人先读《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维新报刊，然后

·031·

《史林》6 /2015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师培:《醒后之中国》，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中西书局 2012 年版，第 56、57 页。康有为曾作《爱国歌》: “我速

事工艺汽机兮，可以欧美为府库! 我人民四五万万兮，选民兵可有千万数。我金铁生殖无量兮，我军舰可以千艘造。纵横绝五洲

兮，看黄龙旗之飞舞!”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 12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9 页。刘师培与康有为无论

在学术意见和政治立场上都极其对立，但在清末狂想中国如何“竞雄天下”上竟如此相似!

佩忍:《大阪怀徐福》，《江苏》第一、二期合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撰委员会 1983 年影印本，第 350 页。
笑:《时评二》，《时报》影印本第 46 册，1912 年 2 月 13 日，第 307 页。
祝词八，《汉民日报》第 3 号，第 1 版; 祝词十一，《汉民日报》第 4 号，第 1 版。《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第 6 册，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28 页。
云鹏:《论满洲三省不宜让诸清廷》，《汉民日报》第 10 号，第 1 版，《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第 6 册，第 76 页。
郭沫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3、35 页。
《西人有黄祸之说试问其然否》，《茅盾少年时代作文》，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6 页。
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第 631

页。



被革命思潮吸引，向往革命，随即在日常生活中弃读维新报刊，转而改阅《民报》等革命刊物。这些

描述不少都应该打上一个问号，因为在历史实际进程中几乎不存在那么阶段分明、轻易转向的“阅

读”。所谓“改良( 维新) ”与“革命”经常是后设的分野，当时并没有那么清晰的分界。① 比较而言，

1940 年代俞颂华之言或许更接近真实情况，他说:“当时我年幼寡知，思想如同一片白纸，无论革命

的理论，维新的主张，脑筋正像吸墨水纸一样，都吸得进去。”②这从常熟士人徐兆玮的阅读经历中就

可得到印证。
徐兆玮会认为 1900 年的惠州起义是“康党”所为。③ 1905 年 3 月 5 日他记其读过的报刊，其中

既有《时务报》《新新小说》和《国文汇编》，也有《江苏》《浙江潮》与《女子世界》。5 月 3 日则既读

《时务报》《绣像小说》，也读《女子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与《国粹学报》。④ 从他的阅读书目颇可

看出所谓“革命”与“维新”报刊阅读的混杂性。⑤

第二，以报刊对阅读者具有的吸引力而论，从各种材料看，清末《新民丛报》等由梁启超所主笔

的报刊，其并不少于革命派报刊阅读受众。徐兆玮在 1902 年说:“梁任公之倡《新民丛报》……我中

国之守旧迂谬之儒同声赞美，不胫而走，沪上行销几及万本，村塾僻陋亦置一编。”⑥而据舒新城、李
季、吴玉章、周佛海、沈宗瀚等人的回忆，《新民丛报》在湖南、湖北、四川、河南、东北、浙江的小县城

和乡间都能读到，且他们阅读的时间点分布非常广泛，从清季末年到民国初年均有。⑦ 可见徐氏之

说近真。
返观革命派报刊，虽有大量研究不断论证其被阅读接受的广泛性，但反例也甚多。以《民报》为

个案，在四川小县城里读书的郭沫若即说:“民报是禁书，我们没有可能得到阅读的机会。”⑧即使在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1906 年宋教仁曾请日本书商新智社代售《民报》，却遭到拒绝，理由是“内容太

激进，甚危险，实不敢代售”。⑨

除了搜集购买的不易，从读后感来看，读者对《民报》文字和思想的接受度不容乐观，同时多样

易变。像吴宓就觉得《民报》“沉闷而无趣味”，如《论土地国有》《俱分进化论》等文章，篇幅太长，

“读之不解，且厌恶”，只有释卷不读。吴宓以为: “用此报提倡排满、革命，尚不如 1904 年《中国白

话报》上登载的《扬州十日记》和小说《玫瑰花》吸引人。”瑏瑠萨孟武也说: “《新民丛报》文字通俗，影

响清末的人的思想甚大。《民报》文字太过古奥，所以影响力不如《新民丛报》。”瑏瑡

钱玄同因为师承章太炎的缘故，他不喜欢初期的《民报》，因为“此为兴中会( 孙文所组织者) 之

机关报，内容不甚佳”，与《江苏》之类在同一水平。但到 1906 年 11 月钱氏观感发生了变化，已认为

《民报》“较之松江一般词章新党及《江苏》之口头禅，则不可同年而语也”。到 1907 年 3 月，他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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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江苏》杂志会刊登《新民丛报》的目录，或许就是一个好例证。见《江苏》第一、二期合册，第 405 页。
俞颂华:《论梁启超———谈谈我对于他的认识》，《人物杂志》1948 年第 1 卷第 1 期。
《徐兆玮日记》第 1 册，1900 年 12 月 18 日条，黄山书社 2013 年版，第 239 页。
《徐兆玮日记》第 1 册，第 471、483—484 页。
章清已注意到此点，他指出“《新民丛报》与《民报》的交锋看似剑拔弩张，水火难容，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却未必如此……更

富意味的是，这两份刊物于读者产生的影响，似乎也没有在政治立场上多加区分……思想上激烈对决的双方，在读者那里却全然没

有这样的分野。”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58 页。
《徐兆玮日记》第一册，1902 年 9 月 16 日条，第 388 页。
李季:《我的生平》第一册，上海亚东图书馆 1932 年版，第 74 页; 舒新城:《我与教育》上册，龙文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 55

页;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5 页; 吴恩培编《松石斋日记摘录》，《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198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3 页; 卫挺生:《读书时代的奋斗》，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30 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

望》，，西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4 页。沈宗瀚:《克难苦学记》，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 页。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 11 卷，第 120—121 页。
陈旭麓编《宋教仁集》( 下)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64 页。
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81 页。
萨孟武:《学生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0 页。



说出“《民报》自太炎以来，固大放异彩，一至于此，真令人佩服”。①

以上不同读者阅读《民报》之感受可稍揭当时读者对革命报刊的感受的多样性。
第三则要注意很多读书人阅读这些报刊和明季遗献到底是为了什么? 以及读出了什么? 就

“为了什么”这个问题而论，“许多晚清知识分子对搜读明季文献有极大热忱，有些是倒满的支持

者，有些则只是跟随时代风潮”。② 像徐兆玮就是一个“跟随时代风潮”的典型人物。一方面他在其

乡以搜集整理明季文献多而闻名，但其搜集整理这些文献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想借此做“书贾”来赚

钱的缘故。
1902 年 12 月徐氏就在与友人谈“集股印小说报”的信中说:“《新小说》万难学步，不如取其旧

者。明季野史多可喜愕，诚能汇集数十种，杂以新译东西小说及近人所著小说可爱玩者，月出一册，

亦足开一新眼界。”又过几日，他继续提出“取明季野史及近人杂记，亦是避熟就生之法，能多觅几种

罕见之本，即东瀛文学士亦喜欢也”! 到 1903 年 10 月徐氏收到合伙友人的信说“图书集成局之

《明季稗史》售罄久矣，若即续印，定可广行”。他根据友人提供的市场行情作回函道:“《稗史汇编》
极佳，无庸增损。鄙意不如将初编排印，重定续编，取《明季稗史》之佳者编入，亦以十六种为限，定

可风行也。”③

除了明季遗献外，徐兆玮阅读后世认定的“革命报刊”可能也与其是否认同或参与革命没有太

大关系，或许在他看来这些报刊只是应对科举考试的利器。1903 年他在读《江苏》时提到:“近时留

学生竞出杂志，有《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 湖南) 、《直说》( 直隶) 五省。掇

其菁华，亦正无几。拟删取要略，嘱儿辈抄阅，以为新学进化捷径。盖繁文不杀，阅之亦颇费日力

也。”④

以“读出什么”这个问题而论，有学者已发现: 咸、同年间的读书人在日记或书信中谈禁书和文

字狱时“口气中似乎全无种族情感的激动”。⑤ 而在庚子后，情况虽和咸、同年间已大不相同，但在部

分读书人那里依然有乏匮“种族情感”的延续性。
徐兆玮在知道《革命军》案后曾逆向评论说:“革命军风潮甚巨，但压于外权，章、邹依然逍遥法

外。国势积弱，何苦以空言为网罗，徒令竖子成名? 邹容仅弱冠，且不必通同，此之刊《革命军》全是

小儿脾气; 章则怪僻性成，书生造反究竟不成，断不如枭匪之可畏也。”⑥

在温州的张 阅读倾向革命的《神州日报》等报纸，知道浙江发生徐锡麟、秋瑾党狱案，虽然他

受这些报纸影响，亦认为秋瑾是弱女子，而被清廷枉杀。但他对清廷压制学生造风潮却无太多意

见，反而出作文题表示其心中倾向云:“近今仿行西法，废科举，崇学校盖取士之典……然而各省学

校屡起风潮，士习远不及古人、外人者，其何故欤?”⑦同时张氏也定期阅读《国粹学报》，但似并未受

到明季遗献的激发，读出种族革命的宏愿，反而说:“章氏《诸子学说略》中多抨击孔圣之语，其强悍

博辩，咄咄逼人，宜其为革命党魁不见容于祖国也。此君逋逃海外，尚无忌惮，若此设得志于中原，

天下大局宁堪设想乎? 有心人所以深世道之忧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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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 整理本) 上册，1905 年 12 月 18 日条，1906 年 11 月 24 日条，1907 年 3 月 10 日条，第 10、70、89
页。

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第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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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徐兆玮日记》第一册，1903 年 8 月 18 日条，第 437 页。
《张 日记》，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六日条，未刊打印稿，温州图书馆藏。
《张 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条。



余 论

清末十余年的排满似真亦幻，从其立论依据看总不乏“炎炎大言”与“虚构矫饰”之处。章士钊

的回忆中就提到过《苏报》向壁虚造“严拿留学生密谕”一事。章太炎为与严复商榷《社会通诠》，则

在巨笔文字中听任蒙古、回部分离而不顾，其理据是“回部诸酋，以其恨于满洲者，刺骨而修怨及于

汉人，奋欲自离，以复突厥花门之迹，犹当降心以听，以为视我之于满洲，而回部之于我可知也”。①

而刘师培因要论证日本大和民族与其他蛮族不同，特据《说文》引申云“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

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同时解释“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时也无惧挑战以往各名家的

经典注疏。②

以上均是排满立论中“炎炎大言”与“虚构矫饰”的一些例证。这种现象一直到民国仍有余绪。
邓之诚读《太炎文录续编》时就指出:“太炎自居光复有功，每于清初及洪杨事，多信传闻无稽之辞，

如谓曾文正刻《船山遗书》为提倡革命，梅伯言为太平三老无更，皆决无是事，决无是理，其他类此者

甚多，不免通人之蔽。”③

而从阅读接受看，当时确有相信“今天下教习均不可恃，十分之三为康党，十分之七为孙党”的

读书人。④ 但在不少时人眼中此等人不过是“妄人”而已。真正受到遗献及种族思想波动之影响的，

或许只是大清帝国的一部分人———甚至是相当少的一部分。“大多数人民，尤其是士大夫，即使在

接触到大量禁毁文献仍然非常忠于满清。”⑤

不过呈现排满的“似真亦幻”并不是讨论的终点，而可能是一个起点。前文说的是反满在多大

程度上是一个“幻象”，这里则要对其“似真”的一面做一个立足于历史与现实对话间的检讨。
1936 年钱穆评说章太炎的学术，指出“近年来之学者只知民族主义之可贵，不知其可爱”。⑥ 这

一洞见提醒“排满”就其即时的历史过程看“似真亦幻”，但其折射的是古老中国走向现代进程异常

复杂的情形，其表现在:

一方面“排满”体现了现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其“可贵”一面的重视和强调，革命

一方借“排满”以立种族，同时亦希望以“排满”来建国，甚至他们将“排满”看作中国屹立世界乃至

称霸世界的一个步序。而所谓改良或立宪一方其实与革命一方分享着相当多的共同观念，章士钊

就指出“立宪党人之持论，与革命党人仍有其不可畔越之共同点”。⑦ 在这些共同观念里虽不乏中西

交冲，创巨痛深后催逼出的狂想与妄想，但也有现代革命与古老大同理想相结合的希望与希冀，所

谓“大革命即大同主义之先声也。夫为一姓而革命，功不及于一国，为一国而革命，功不及于全球，

而吾华之革命则异是，有世界之观念者其可忽视此时机也?”⑧

而且从日后的历史进程也可证明从清末开始中国人对现代民族主义“可贵”一面的重视和强调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抗战前夕。胡适在《政治统一的意义》( 1934 年) 一文中就分析道:“在

那割裂之中，还能多少保持一个中国大轮廓，这不完全仰仗那些历史的大维系，其中也还有一些新

兴的统一势力。”在这些势力中有一点就是通过“报纸与学校里传播出去的一点点民族观念、国家观

念，爱国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虽然薄弱的可怜，也居然能使一个地方发生的对外事件震撼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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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复后之世界观》( 续) ，《汉民日报》第 64 号，第 1 版，《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第 6 册，第 430 页。



使穷乡僻壤的小学生认为国耻、国难”。①

不过这种对民族主义“可贵”一面的强调往往会压抑对民族主义“可爱”之一面的认知。可以

发现，在这一个初始以“排满”为名称的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虽然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

和国，也出现了一个以“中华民族”命名的集体认同，但 1895 年后中国人破碎的自我形象和民族自

信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反而似有愈滑愈落的趋势，因此另一方面或许要拨开由种族、国家( 国

民) 、世界等问题为“排满”缠上的重重迷雾，重新审视在“排满”过程中或能发现民族主义之“可爱”
的那些因子。而民族主义“可爱”的因子有哪些呢? 据钱穆说在于一个国家的语言、风俗和历史，这

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以相似的文化来整合民族，以共同的历史来凝聚民族的过程。
但无论是章太炎或是钱穆，他们读中国书的深厚基础虽帮助他们认识到民族主义“可爱”一面

的同等重要性，却仍在其根底未扎实的青年时期难挡“东西洋学理”中强分种族思想对其内心的侵

蚀。如章太炎在《正仇满论》里就用文字、风俗等因素来强行论证日本与中国亲近，而满洲与中国疏

离。这种今日看来至牵强的说法看似在谈历史、析语言、讲风俗，但实则相当无视一个国家真正的

历史、语言与风俗。到 1930 年代，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派凌纯声、商承祖等前往东北调查通

古斯族之赫哲。在报告中凌氏等指出“满人男子虽与汉人无异，常人不易分别，然学过人类学的一

见即知其为通古斯民族”。② 凌氏等人的报告当然有其置于现代民族学学术体制内的意义，但报告

中的一句“学过人类学的一见即知”恰反证出满与汉之差异对于普通人( 未学过人类学) 的不易辨

别和有限区分。因此如何在今日各个民族( 甚至于不是民族的“民族”) 已然“大分”，语言、风俗、历
史建构似乎不再同一的境况下，重塑庞大中国的文化性认同或是今日一直要去思考的重要问题。
抗战期间，在日据北平苦熬岁月的陈垣就已一反早年激烈的排满立场，强调说: “昔之言氏族也，利

言其分，所以严夷夏之防; 今之言氏族也，利言其合，然后见中华之大。分之则无益于国家，无益于

民族!”③而厘清“排满”的似真亦幻也许能提供一些能“见中华之大”，然后有益于国家与民族的历

史基础。
〔本文为国家社 科 基 金 项 目“清 末 民 初 现 代 国 家 观 念 的 普 及 化 研 究 ( 1895—1919 ) ”( 批 准 号:

11CZS057)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 批准号: 11PJC043) 的阶段性成果〕

( 责任编辑: 杜 倩)

·431·

《史林》6 /2015

①
②
③

胡适:《政治统一的意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11 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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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e profound attainment and efficient collaboration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Zhufan Zhi． From its emergence on modern scholars’horizons in 1914，to
the print of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Zhao Ru － kuo’s Zhufan Zhi in 2000，it has taken nearly ninety
years to being introduced and return． After exploring Zhufan Zhi’s experience，we can catch a glimpse of
Sino －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from the late Ming especially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omotion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Power Transmutation of Gentry in Changshu Coun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Diary of XU Zhaowei( 《徐兆玮日记》)

XU Mao －ming，HU Yong － jun
As a government － dominated reform in education，the abo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promotion of modern schoo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locked a traditional pathway of local gentry to a
higher social rank．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Local Self － government”，the former prevailed and grad-
ually domin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That competition for the leadership of education
reform reflected the disparity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ew thoughts，to which，several complicated factors
also contributed． It ultimately reflected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old”with the“new”．

A Study on the Geological Damage Caused by Three Gorges Landslide at Xinglong of Yunyang
County in Late Qing Dynasty YING Ling － ling
By describing th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landslide such as the time，location and scale of the event，
then analyzing how and why the landslide occurred，which was mainly the geological landscape and the
hydrological meteorology factors． The direct life loss and indirect life loss shows differentiation． At last，it
pointed out the modern landslide crisis at Three Gorges district unable to learn from historical experi-
ences，hoping to provide examples to improve modern anti － disaster methods．

Chinese Giants ＇s Image in the Historical － Biography Translations from Japa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AN Xi － y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 total of 12 species of historical － biography translations about Chinese were
published． The Chinese people chose to translate the biographies of the characters，mainly in order t to
promote the fight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rebuild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enrich the Chinese historical
figures，but not fully accept the position of Japanes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motives of the Japanese
creation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were very different．

Reinvestigation into the Anti －Manchu Theory and Its Acceptance QU Jun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0th century，the Anti － Manchu campaign was full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ories
and facts，truth and visions that all aimed at changing the society． The ambiguous and various interpreta-
tions led to many complicated levels of the Anti － Manchu argument，which were widely read through
newspapers，journals and literature． From the angle of the readers，they had different feelings when read-
ing these argument that showed abundant historical phenomenon．

World War I and the Change of Thoughts of Du Yaquan CHEN Tong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Du Yaquan supported social reform and laid emphasis on moral construction．
He also advocated inter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After World War I broke
out，Du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factors of western cultures an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adher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ough Du did not prevail in his debate with Chen Duxiu，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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